
“南北朝体” 视域下的徐陵禅代撰作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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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东西魏至周陈文坛具有地域性、流动性和争鸣性的鲜明特质， 严羽提出 “南北朝

体” 说， 用以概括这一时段文坛的整体性特征。 在 “后三国” 的政治、 文化语境下， 徐陵禅

代撰作主要分为政务性文书与交际性文书两类。 前者多为 “国家大手笔”， 呈现了 “南北朝

体” 宏大叙事的多元手法； 后者主要是私人化创作， 蕴含了 “南北朝体” 文人乱世求存的复

杂心态。 徐陵的禅代撰作作为 “东南之秀” 的代表， 与温子昇、 魏收、 邢邵等北地名家的文

书佳构一起为隋唐树立了定声谐韵的楷则。 从 “南北朝体” 的视域出发， 不仅利于以相对宏

通的眼光考察徐陵禅代撰作的文体特征和时代价值， 也利于发挥徐陵禅代撰制的样本功能，
借以揭示南北朝后期文坛的南北融通与一体化趋势。
关键词　 徐陵　 禅代　 《三国典略》 　 “盲书” 　 “南北朝体”

梁、 陈易代的动荡时局， 为徐陵后期的文格丕变提供了历史契机。 在此期间， 徐陵诗作减少①，
而侧重骈文方面的撰作。 清人吴兆宜 《徐孝穆集笺注》 卷六专列 “禅代诸制” 一类， 徐文炳补辑 《徐孝

穆集笺注卷六备考》， 也对徐陵的禅代撰作予以特别关注。 有关徐陵此类创作的文学价值， 历来评价呈两

极分化： 一种认为， 它们的史料性超过其文学性②， 且难脱美化 “南北朝凡九君， 皆假唐虞之名行篡窃

之举， 沿习成风， 遂成故事”③ 的恶习； 另一种， 则以 《陈书·徐陵传论》、 张燮 《七十二家集题辞·
徐仆射集序》、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陈代文学》 等为代表， 认为 “世祖、 高宗之世， 国家有大

手笔， 皆 （徐） 陵草之。 其文颇变旧体， 缉裁巧密， 多有新意。 每一文出手， 好事者已传写成诵， 遂被

之华夷， 家藏其本”④。 徐陵之所以能 “颇变旧体”， 既离不开在骈文文体层面的创新⑤， 也植根于决定

其撰作动机、 书写策略、 风格求新、 传播需要的时代土壤。 史学界一般将梁 （陈）、 东魏 （北齐）、 西魏

（北周） 称作 “天下再三分” 或 “后三国”⑥， 文体学史上也曾有学者对此段定名。 《沧浪诗话·诗体》
在梳理南北朝至唐初的诗体脉络时， 依次胪列 “元嘉体” “永明体” “齐梁体” “南北朝体” 和 “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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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 页）、 钟涛 《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徐庾体： 骈文成熟的标志》 （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第 ９９—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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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并解释 “南北朝体” 说： “通魏周而言之。 与齐梁， 体一也。”① 由于 “南北朝体” 介于 “齐梁

体” 与 “唐初体” 之间， 其对应的文学断限应在梁陈至初唐的区间内。 严羽按照 “以时命体” 的思路将

其单独命体， 符合东西魏、 周陈时期南北争鸣的文坛走势。 由于徐陵的禅代撰作肇生于 “后三国” 的历

史时空中， 且获得了 “被之华夷， 家藏其本” 的南北认同， 这在客观上使它们与 “南北朝体” 之间具有

了密切的时代性关联。 考察徐陵禅代撰作及其关联事件， 不仅有利于辨明徐陵后期诗文的基本风貌， 也

有助于探讨 “南北朝体” 产生、 发展的历史进程， 从而为南北朝后期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行的视角。

一　 徐陵禅代撰作与 “南北朝体” 的关联及其合理性蠡探

徐陵在梁、 陈禅代的过程中， 除了撰制劝进表、 禅位策、 九锡文、 告天文、 檄、 议、 移文、 诏、
哀策等政务性文书外， 也有启、 碑、 书、 铭、 颂、 序、 墓志等交际性文书。 为了方便归纳， 这里统称

为 “禅代撰作”。 徐陵早年与晚年的创作风貌差别较大， 钱锺书总结说： “摛文振金石之声， 怀叹极禾

黍之感， 庾 （信） 所寄于诗赋者， 徐 （陵） 则尽见诸文焉。 老而更成， 徐亦同然， 岂始终为台城应教

体哉。”② 学界一般将徐陵早年浮靡轻艳的诗文归入 “齐梁体”， 但对其禅代撰作却少有界定。 清人冯

班说： “齐梁已来， 南北文章， 颇为不同， 北多骨气， 而文不及南。”③ 这说明随着北朝文坛迅速崛起，
以齐梁为界， “南北文章” 已由北地一味地摹习南方迈向南北交争的阶段。 换言之， 梁、 陈以降的南

北创作， 在历史区间和风格样式的层面都超出了 “齐梁体” 的涵盖范围。 与众多 “后三国” 作家的情

况相近， 徐陵的禅代撰作就属于 “齐梁体” 无法涵纳的类型。 诚如前述， 严羽率先提出 “南北朝体”
用以概括 “后三国” 文坛的总体特征。 不过， “南北朝体” 属于严羽的自创概念， 该体得以成立的客

观性基础是否充分？ “南北朝体” 作为独立文体的内涵是什么？ “南北朝体” 在 《沧浪诗话·诗体》 中

作为 “诗体” 使用， 但用以指徐陵禅代撰作的学理性依据何在？ 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南北朝体” 若单纯按字面来理解， 难免会产生与 “南北朝” 的史学概念不吻合的矛盾， 以致郭

绍虞、 穆克宏等都曾质疑该体是否成立④， 更有学者认为是严羽 “辨体” 时 “区分过细、 勉强划类，
甚至重叠含糊” 的弊病⑤。 为了解决 “南北朝体” 所存在的史学、 文学断限不一的问题， 学界还对其

时空外延进行拓展。 如曾枣庄给 “南北朝体” 下定义说： “指南朝的宋、 齐、 梁、 陈和北朝的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的诗体。” 又因北朝诗与南朝诗 “皆以讲究诗律、 声病为体”， 而认为 “南北

朝体即齐梁体”⑥。 林文月则认为： “魏、 周虽属北朝， 但在文风的大方向而论， 皆在齐、 梁、 陈的南

朝宫体艳诗之笼罩下， 因此南北都无甚分别， 而得通称为南北朝体。”⑦ 二说固然使 “南北朝体” 的内

涵、 外延愈发清晰， 但其文学断限是否可以简单地等同于 “南北朝” 的史学断限？ 若与 “齐梁体” 异

名同体， 则 “南北朝体” 介于 “齐梁体” 与 “唐初体” 之间的文体意义何在？ “南北朝体” 成立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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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 句读作： “通魏周而言之。 与齐梁体一也。” （严羽著， 郭绍虞校释 《沧浪诗话校

释·诗体》，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 第 ５３ 页） 兹认为， 严羽旨在凸显 “魏周” 与 “齐梁” 以时命体的同等地位，
而非以 “魏周体” 等同于 “齐梁体”。 严羽论 “黄初体” 言 “魏年号， 与建安相接。 其体一也” （《沧浪诗话校释·诗

体》， 第 ５２ 页）， 亦是论黄初与建安的命体方式一致， 而非指 “建安体” 等同于 “黄初体”， 故此处断句与之不同。
钱锺书 《谈艺录》 （补订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版， 第 ３０１ 页。
冯班撰， 何焯评， 李鹏点校 《钝吟杂录》 卷五 《严氏纠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８４ 页。
《沧浪诗话校释·诗体》， 第 ５５ 页； 穆克宏 《滴石轩文存》， 海峡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第 １９２ 页。
张连第 《严羽和 〈沧浪诗话〉》， 牟世金等 《中国古代文论精粹谈》， 齐鲁书社 １９９２ 年版， 第 ３１８ 页。
曾枣庄 《中国古代文体学》 下卷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６５２—６５３ 页。
林文月 《文字的魅力： 从六朝开始散步》，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１９５ 页。



提是否在于 “南朝宫体艳诗” 对南北文坛的笼罩？ 类似疑问又会接踵而至。
刘师培曾说： “历代文章得失， 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 ……据近人之言以评论六朝，

亦不如唐宋人所见较确。 盖去古愈近， 所览之文愈多， 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① 在严羽提出 “南北
朝体” 之前， 唐人已对包括徐陵在内的 “近世文人” 进行整体观照。 贞观年间， 刘孝孙 《沙门慧净
〈诗英华〉 序》 说： “近世文人， 才华间出。 周武帝震彼雄图， 削平漳滏。 隋高祖韫兹英略， 龛定江
淮。 混一车书， 大开学校。 温邢誉高于东夏， 徐庾价重于南荆。 王司空孤秀一时， 沈恭子标奇绝代。
凡此英彦， 安可阙如？”② 可见， 周隋统一战争不仅实现了关中与 “漳滏” “江淮” 的政治统一， 也
促进了南北一体化文学地理观的形成。 刘孝孙将温邢、 徐庾、 王褒、 沈炯等南北文宗作一体对待，
正有利于构建唐初大一统的诗史序列③。 唐人也习惯以南北统观的方式评价 “后三国” 文人。 如张
说 《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 说： “梁陈有任、 王、 何、 刘、 沈、 谢、 徐、 庾， 而北齐有温、 邢、 卢、
薛， 皆应世翰林之秀者也。”④ 上述都可视作 “南北朝体” 提出的客观性基础。

由此言之， 严羽所言 “南北朝体” 之 “南北朝” 并非指刘宋永初元年 （４２０） 至隋开皇元年 （５８１）， 而
是类似于梁后期至隋唐所惯称的 “南朝” “江南” “江北” （或 “山东”） “左右邦家” “五代” “三国” 等特
定概念。 如东魏武定五年 （５４７） 八月， 侯景报高澄书说： “荆、 襄、 广、 颍已属关右， 项城、 县瓠亦奉江
南……为君计者， 莫若割地两和， 三分鼎峙， 燕、 卫、 赵、 晋足相俸禄， 齐、 曹、 宋、 鲁悉归大梁。 使仆得
输力南朝， 北敦姻好。”⑤ 侯景口中的 “南朝” 明显对应的是 “江南” “大梁” 的南方政权， “关右” 以及
“燕、 卫、 赵、 晋” 自可归入北方政权所对应的 “北朝”。 《颜氏家训·文章》 称： “江南文制， 欲人弹射，
知有病累， 随即改之， 陈王得之于丁廙也。 山东风俗， 不通击难。 吾初入邺， 遂尝以此忤人， 至今为悔。”⑥

颜之推将 “江南文制” 与 “山东风俗” 对举， 反映了萧梁、 北齐文坛的差异。 另外， 邢邵评论萧悫 《秋
夜诗》 说： “自汉逮晋， 情赏犹自不谐。 江北、 江南， 意制本应相诡。” 颜之推又评价卢思道对萧悫的态
度说： “吾爱其萧散， 宛然在目。 而卢思道之徒， 雅所不惬。 箕毕殊好， 理宜固然。”⑦ 颜之推所言 “箕
毕殊好”， 潜在地发挥了 《春秋说题辞》 “诗者， 天文之精， 星辰之度， 在事为诗” 的谶纬观念⑧。 “天
文” “星辰” 既然对应不同分野与诗歌类型， “箕毕” 之喻亦可揭示萧悫与卢思道诗风的南北差异： 萧悫
为入北南士， 诗风清丽流美， 多江南柔婉韵致； 卢思道师从邢邵， 虽间接受到沈约的影响， 却 “磊落标
奇， 言不诡随”⑨， 文辞清丽中蕴含健拔之气。 再如， 《隋书·儒林传序》 说： “近代左右邦家， 咸取士于
刀笔。 纵有学优入室， 勤逾刺股， 名高海内， 擢第甲科， 若命偶时来， 未有望于青紫。”�I0 所谓 “近代左
右邦家”， 即指东、 西魏以来的江左、 河洛政权， 它们均有重用刀笔之才的风气�I1。 唐初组织专人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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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 第 １７ 辑上卷，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全唐文》 卷二二七， 第 ３ 册， 第 ２２９１ 页。
李百药 《北齐书》 卷三 《文襄纪》，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２ 年版， 第 １ 册， 第 ３５ 页。
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 （增补本） 卷四 《文章》，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 年版， 第 ２７９ 页。
李昉等 《太平御览》 卷五八六，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版， 第 ３ 册， 第 ２６４１ 页。
安居香山、 中村璋八辑 《纬书集成》， 河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中册， 第 ８５６ 页。
张说 《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 《全唐文》 卷二二七， 第 ３ 册， 第 ２２９０ 页。
魏徵等 《隋书》 卷七五 《儒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年版， 第 ６ 册， 第 １７０６ 页。
史载： “自孝昌之后， 天下多务， 世人竞以吏工取达， 文学大衰。” （李延寿 《北史》 卷四三 《邢昕传》， 中华

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 第 ５ 册， 第 １５８５ 页） 知北魏末即兴起以刀笔取士之风， 温子昇、 魏收、 孙搴、 徐之才、 王伟等人则在

东魏、 北齐以笔体致显位。 与此同时， “自魏、 晋、 齐、 梁， 诏诰皆出于中书令、 中书侍郎……至梁武， 制诰专令舍人

掌之” （刘昫等 《旧唐书》 卷四三 《职官志二》，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 第 ６ 册， 第 １８５０ 页）。 梁、 陈中书舍人一职也多

由寒族多才之士出任， 周舍、 朱异、 伏知命等均为其例。



梁、 陈、 周、 齐、 隋五代史志， 客观上带动了 “五代” 史编纂的热潮。 像吴兢曾撰梁、 齐、 周史各十

卷、 《陈史》 五卷、 《隋史》 二十卷， 张询古亦撰 《五代新记》 二卷， “记梁、 陈、 北齐、 周、 隋

事”①。 在 “五代史” 中， “三国” 的专史编纂也得到重视。 唐人丘悦 《三国典略》 二十卷， 即 “以关

中、 邺都、 江南为三国， 记南北朝事” （《史略校笺》 卷四， 第 １１５ 页）。 这里的 “南北朝事” 专对西魏

（北周）、 东魏 （北齐）、 梁 （陈） 而言， 而非李延寿 《南史》 《北史》 的 “南北朝” 概念②。
可以说， 梁 （陈）、 周、 齐以及唐代的文学观念、 史书纂修均为严羽以整体性眼光审视 “后三国”

文坛提供了学术框架， 也为 “南北朝体” 的提出提供了历史语境。 归纳起来， “南北朝体” 包含以下

四方面特质： 其一， “南北朝体” 的文学断限， 应以永熙四年 （５３５） 宇文泰于长安立元宝炬为西魏文

帝而北魏分裂成东、 西魏为上限， 以开皇九年 （５８９） 隋朝灭陈为下限。 “南北朝体” 与 “元嘉体”
“永明体” “齐梁体” 等 “以时命体” 的概念一样， 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时空界限。 其二， “南北朝体”
的创作主体规模庞大、 身份多元， 随着周齐、 周梁、 隋陈兼并统一战争的推进， 呈现由东向西、 从南

到北的地域性、 流动性和争鸣性特点。 “南北词人” 在此期间， “或鹰扬河朔， 或独步汉南”③， 奠定了

山东 （温子昇、 邢邵、 魏收、 卢思道、 李德林、 薛道衡、 李元操、 魏澹）、 关右 （庾信、 王褒、 牛弘、
杨素） 与江南 （徐陵、 江总、 虞世基、 柳 、 许善心） 三地争衡的格局④。 其三， 在 “后三国” 军事

对峙、 由分而合的政治语境下， “南北朝体” 的审美风格以宏壮、 悲恻为基调， 诗赋书写家国流离之

悲， 政务文书鼓吹割据政权的正统地位， 官私信札则发挥折冲樽俎、 细诉款曲之用。 它们一改 “齐梁

体” 婉丽、 浮靡的风习， 而使 “南北朝体” 充满了悲郁、 躁动、 矜夸、 卑伏等复杂而糅集的特点。 其

四， “南北朝体” 植根于河洛、 江南不同的地域环境中， 是南北两地文坛共同营造的结果。 较之产生

于江南地理和文化环境下的 “元嘉体” “永明体” “齐梁体”， 其文质相成、 刚柔相济的文体风格更加

凸显。 正如 《北史·文苑传序》 对 “南北词人之大较” 的总结： “江左宫商发越， 贵于清绮； 河朔词

义贞刚， 重乎气质。”⑤ 与此同时， “南北朝体” 的文人在频繁的南北文学交流中， 也表现出刚中有绮、
俪对清切的共通性追求， 进而为唐代文坛实现融通南北、 一体多元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

那么， 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以作为 “诗体” 概念的 “南北朝体” 涵纳以骈文为主的徐陵禅代撰作

呢？ 其实， 《沧浪诗话·诗体》 中的不少概念具有复合性、 通约性、 灵活性特征， 完全可以移作 “文
体” 概念。 如 “宫体” 除了指梁陈诗歌风格外， 亦包含骈文、 辞赋宫体化的内涵⑥； “徐庾体” 本指

徐陵、 庾信 “文并绮艳”⑦， 因 《沧浪诗话·诗体》 的采录， 反而成为诗体名称。 《四六丛话》 “凡例”
不受 《沧浪诗话·诗体》 的拘囿， 一并将 “齐梁体” “宫体” “徐庾体” 列入骈文的范畴， 认为诸体

“工绮递增， 犹未以四六名也”⑧； 清人侯康 “所为文章， 仿南北朝体。 阮文达辟学海堂课士， 赏其文，
由是知名”⑨， 足见侯康所仿的 “南北朝体” 非诗而是骈文。 既然 “南北朝体” 有指称骈文的实例，

·９７·

“南北朝体” 视域下的徐陵禅代撰作及其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周天游 《史略校笺》 卷五， 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第 １４２ 页。
李延寿之父李大师有感于 “宋、 齐、 周、 隋天下参隔”， 而 “刊究南北事”。 李延寿继承父业， 撰 《北史》，

囊括魏登国元年 （３８６） 至隋义宁二年 （６１８） 的史事； 撰 《南史》， 涵盖宋永初元年 （４２０） 至陈祯明三年 （５８９） 的

史事 （参见 《史略校笺》 卷四， 第 １２５ 页）。
参见 《隋书》 卷七六 《文学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７３０—１７３１ 页。
杨金梅 《隋代诗歌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１３６、 １５３、 １６２ 页。
《北史》 卷八三 《文苑传》， 第 ９ 册， 第 ２７８１—２７８２ 页。
徐艳 《 “宫体诗” 的界定及其文体价值辨思———兼释 “宫体诗” 与 “宫体文” 的关系》， 《复旦学报》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 期； 胡大雷 《论 “宫体” 在南朝各体文字的蔓延——— “宫体之文” 考述》，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
令狐德棻等 《周书》 卷四一 《庾信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１ 年版， 第 ３ 册， 第 ７３３ 页。
孙梅著， 李金松校点 《四六丛话》 “凡例”，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１０ 页。
徐世昌等编， 沈芝盈、 梁运华点校 《清儒学案》 卷一三三，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６ 册， 第 ５２１７ 页。



且该体本就脱胎于隋唐史家、 文士对东西魏、 周陈文坛整体特征的概括， 自不可能只作为 “诗体” 存

在， 而势必具备诗、 文通指的复合属性。 徐陵禅代撰制作为 “后三国” 文坛不可或缺的构成之一， 理

应在 “南北朝体” 的涵盖范围之内。 “南北朝体” 与徐陵禅代撰作之间不仅是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考察其时代价值和艺术高度的重要角度。

二　 徐陵政务性文书撰作与 “南北朝体” 宏大叙事的多重面相

如前所述， 徐陵通过在梁陈易代之际撰制劝进表、 禅位策、 九锡文、 告天文、 檄、 议、 移文、 诏、
哀策等政务性文书， 奠定了 “国家大手笔” 的地位。 不止徐陵， 为了契合 “后三国” 时期军事征伐、
外事宣传、 五礼建制等军政需求， 北地推崇擅长王言撰制的 “一国大才”①， 涌现出常景、 温子昇、 邢

邵、 魏收、 阳休之、 李德林、 薛道衡等名家， 他们以中央文枢主官身份引领文坛走向②； 与之差不多

同时的江南文坛， 出自任昉、 沈约、 裴子野、 丘迟、 江革、 沈炯等名手的政务文书以实用性、 权威性

和审美性特点， 更使沉博绝丽的宏大叙事成为文坛的主调之一。 作为蕴生于 “后三国” 时代土壤中的

“南北朝体”， 长于宏大叙事可谓是其与生俱来的文体特质， 徐陵的政务性文书则是这一特质的集中体

现。 不过， 由于梁末陈初频繁的君位易主， 以及虚薄的国势， 都使得徐陵在撰述时底气不足， 全然没

有温子昇 “足以陵颜轹谢， 含任吐沈”、 魏收 “尺书征建邺， 折简召长安” 的豪壮乃至骄矜之态③。 正

是在北强南弱的政治语境下， 徐陵无法照搬魏晋、 南朝旧有的叙事套路， 而不得不偏离 “建康天下

观” 来趋附北朝的华夏正统论， 在禅代撰制中寻求调和南北正统观的均衡叙事。 这就使其政务文书呈

现出与魏晋以来宏大叙事不同的变相， 进而为 “南北朝体” 加入了独特的叙事理路。
梳理阮籍、 潘勖、 卫觊、 傅亮、 王俭、 任昉以及邢邵、 魏收等人开国文书的撰述情况， 不难发现

其易代文作大多围绕开国新君一人展开批旧颂新、 佐命中兴的政治叙事。 徐陵则不然， 他自北齐南返

后， 相继参与或主导了萧渊明、 萧方智、 陈霸先的禅代文书撰制， 出于务实权变的需要， 其在禅代文

书中的立场转换频次堪称六朝之最。 加之陈朝草创之际曾与北齐结盟， 并自比 “小国” 而 “愿预藩

臣” “永申藩礼”④， 由此造成了北齐文坛轻视陈朝的优越心态。 《三国典略》 载： “齐主尝问于魏收

曰： ‘卿才何如徐陵？’ 收对曰： ‘臣大国之才， 典以雅。 徐陵亡国之才， 丽以艳。’”⑤ 可见， 即使尹

义尚称徐陵 “军书愈疾之制， 碑文妙绝之词， 犹贵纸于邺中， 尚传声于许下”⑥， 但在北齐官方文界的

眼中却不过是 “亡国之才”。 此后， 以 “为文典丽， 性又敏速， 虽军国大事， 下笔辄成” 著称的傅

奉命出使北齐⑦， 向负责对接的薛道衡赠诗五十韵， 尽管傅、 薛唱和得到 “南北称美”， 但魏收却仍调

侃道： “傅 所谓以蚓投鱼耳。”⑧ 这正说明南北政治军事差距决定了陈朝在文化输出方面的被动地位。
因此， 徐陵在禅代文书中不得不运用褒扬北朝、 重塑帝统的叙事策略， 时时流露出魏晋以来国书中绝

无仅有的卑从口吻。 即便只与温子昇、 邢邵、 魏收、 李德林、 薛道衡等北地作家的诏册檄移、 章表奏

议相比， 徐陵的相关撰作也属于 “南北朝体” 中罕见的 “变调”。 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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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北史》 卷五六 《魏收传》， 第 ７ 册， 第 ２０２７ 页。
参见拙文 《王言撰制与魏、 齐文运承变》， 《华侨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北史》 卷八三 《文苑传》， 第 ９ 册， 第 ２７８５ 页； 《北史》 卷五六 《魏收传》， 第 ７ 册， 第 ２０２９ 页。
徐陵撰， 许逸民校笺 《徐陵集校笺》 卷七 《为陈武帝作相时与北齐广陵城主书》，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２

册， 第 ７４９、 ７５１ 页。
《太平御览》 卷五八五， 第 ３ 册， 第 ２６３８ 页。
尹义尚 《与徐仆射书》， 《徐陵集校笺》 卷八附， 第 ２ 册， 第 ８８５ 页。
《陈书》 卷三〇 《傅 传》， 第 ２ 册， 第 ４０５ 页。
《隋书》 卷五七 《薛道衡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４０６ 页。



其一， 主权降格、 美化北邦的非正统心态。 南朝虽偏据东南， 却始终以中原正朔自居。 尤其在外

交、 国典、 军事等重大场合， 南朝历代多以 “受命之主， 系天而王。 ……内蕃国朝， 外镇天下” 的中

央天下观作为礼政实施的基本出发点①。 户川贵行指出， 刘宋孝武帝在建康设明堂， 以扬州六郡为王

畿， 定霍山为 “国镇”， 试图缔造以建康为天下中心的观念。 这不仅为梁武帝开创的南朝天下观奠定

了基础， 也在南朝逐步确立起江南即中国、 中原为索虏的华夷观②。 受此影响， 王僧辩在梁末坚持认

为虽然荆陕诸州沦陷， 长江天堑仍为东南建国的屏障， 即使没有北齐的军援， 金陵政权同样 “中兴可

待”③。 相反， 徐陵与萧渊明受北齐的卵翼而南归， 必然要消除江南世族对于北齐的 “索虏” 认知及敌

国定位。 徐陵在劝诱王僧辩的系列文书中， 强调北齐 “仁信之风， 覃于万国” 的正统性， 将北齐的军

事干预美化为 “清我寇仇” “兴亡继绝”④ 的必要手段； 对萧渊明投靠北齐的政治行径， 也曲解为重振

自家 “丘陵” “宫庙” 而不得已的选择⑤。 总之， 徐陵当时已摒弃了刘骏至萧衍构建的 “建康天下

观”， 而从务实层面将萧渊明政权降格为北齐的附庸。 考虑到陈霸先掌权之初不得不 “请称臣于齐，
永为蕃国”⑥， 并与北齐于历阳会盟， 这说明徐陵谄附北齐的言论实为时势使然。

其二， 标举 “尧唐启国” 说、 “金陵王气” 说， 在陈、 齐、 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寻求政治生存空

间。 为了摆脱陈朝建国 “政治合法性资源上极为缺乏”⑦ 的困境， 徐陵承担起建构建康政权合法性、
正统性的使命。 他并未完全跳出六朝禅代诏册的主要框架， 仍然遵循五德终始论， 由梁为火德推导出

陈为土德、 其色尚黄的国色论。 此外， 他又在政治话术、 逻辑自洽性等方面有所革新。 太平元年

（５５６） 九月以来， 随着陈霸先称帝步骤加快， 徐陵借鉴齐梁易代之际萧衍相关诏册的思路， 对陈霸先

的历史使命、 政治角色、 天命属性展开全方位塑造。 如徐陵 《封陈公诏》 据 《史记·五帝本纪》 所载

帝喾娶陈锋氏女而生放勋 （即帝尧）、 尧二女于妫汭嫁于帝舜， 鼓吹陈霸先远承 “重华大圣， 妫汭惟

贤”⑧ 的神圣宗脉； 《广州刺史欧阳 德政碑》 “我皇帝从唐侯以胤国”、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

碑》 “皇帝以陶唐启国”⑨， 均宣扬尧为陈朝帝系之源； 《九锡文》 则综括陈霸先 “大造” 及 “再造于

皇家” 的 “光启中兴” 之功， 又历数其自大同年间崛起于岭南 （平定孙冏、 卢子雄岭南叛乱， 平定李

贲交州、 爱州之乱） 以来的二十一项功绩�I0。 其中 “六延梁社” （交广、 湘赣、 建康、 吴郡、 会稽、 淮

南等六次战役） 与 “十翦强寇” （扫平孙冏、 卢子雄、 李贲、 侯景、 杜龛、 任约、 王僧辩、 张彪、 萧

勃、 王僧智）， 不仅是陈朝开国叙事的核心内容， 更是确立陈霸先军事政治地位的话语基础。 徐陵还宣

扬 “金陵王气” 说， 为陈朝定都建康张目。 在堪舆家看来， “东南王气” 是呈现于斗牛之间的黄旗紫

盖状的云气�I1。 孙权为与魏、 蜀争衡， 即大力操弄 “金陵王气” 说， 以此掩饰其偏离华夏地理中心的

劣势。 徐陵受孙吴政权相似军政处境的启发， 将之发展为陈朝立国的理论根基， 如其 《太极殿铭》
云： “夫紫盖黄旗， 扬都之王气长久； 虎踞龙蟠， 金陵之地体贞固。 ……吴都佳气， 乃元皇而斯宅。”�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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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殿为南朝宫城正殿， 是君主即位、 宣读时令、 宴集百官、 国葬停灵等皇家仪典的举行场所， 也是

“扬都王气” 钟聚的建筑符号。 陈霸先于太极殿即位， 自是对梁、 陈 “王气” 转移正式达成的宣示。
当然， 徐陵上述政务性文书主要撰作于梁末陈初， 诸多迥异于魏晋、 齐梁禅代撰制的表述， 正是

太清之变以来江南政权夹缝求存的真实记录。 这些叙事已非对前代 “一个八寸三帽子， 张公带了李公

带”① 的内容的蹈袭， 而是徐陵在固有程式上调动历史事件、 政权更迭、 典章故事的知识储备， 加入

对五德终始、 皇权正统等的融通式说解， 这些都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个人化特征。 至于属词比事、 条分

缕析等方面的 “叙事之工”②， 更是他戛戛独造的反映。 因此， 尽管徐陵使 “南北朝体” 的宏大叙事出

现了变奏， 但蕴含其中的匠心也不容忽视。
与此同时， 徐陵针对陈朝五礼制度、 皇权文化而撰作的系列文书， 丰富了 “南北朝体” 的题材来

源、 主题类型和表现方式， 又使之显露出汉晋以来庙堂撰制所共有的雍容雅正的气象。 与庾信入北后

积极推动北周礼乐建制的进程一致③， 徐陵渐执权柄后， 成为陈朝 《五礼仪注》 实施的重要参议者与

监督者。 徐陵以国家大手笔建构陈朝政权话语主调与皇族孝义文化， 文风逐步向 “华实相扶， 情文兼

至”④ 的境界嬗进， 并对唐代政务文书的撰制产生深远影响。 如天康元年 （５６６） 四月陈蒨去世， 徐陵

奉敕撰 《陈文皇帝哀册文》。 其未采纳沈文阿所主的皇庭遣祭之际哀册文中应明确先帝的谥号的意见，
而是遵从晋宋哀册称 “大行皇帝” 的传统， 并确立了哀册文的格式， 即先言先皇去世之日， 称先皇为

“大行皇帝”； 次言新皇送葬的悲痛之情， 称新皇为 “哀子嗣皇帝”； 最后为哀辞内容。 这种哀册文只

言 “大行皇帝” 的处理方式， 大概因为先帝庙号、 谥号已体现在哀册文的标题中， 无须重复称述， 同

时也顺应了陈朝新君即位诏称先皇为 “大行皇帝” 的惯例。 初唐的君主哀册文沿袭了徐陵确立的陈朝

定式， 虞世南 《唐高祖神尧皇帝哀册文》、 禇遂良 《唐太宗文皇帝哀册文》 即以 “大行太上皇” 或

“大行皇帝” 称先皇⑤。 直到唐末， 徐陵的 “大手笔” 仍被奉为王言典范。 唐僖宗李儇赞誉萧遘 “将
徐、 庾之事业， 尤润帝谟”⑥， 就间接说明了这一点。 明人袁黄曾说： “四六盛于六朝， 然皆风烟月露

之词， 于政事礼乐、 典章文物之体未备也。”⑦ 显然， 袁氏并未措意包括徐陵在内的 “后三国” 作家撰

作的政务文书， 遑论考察 “南北朝体” 作为国家大手笔的文体属性了。

三　 徐陵交际性文书撰作与 “南北朝体” 的乱世深描

在齐梁易代之际， 徐陵还撰有不少启、 碑、 书、 铭、 颂、 序、 墓志等交际性文书。 它们具有更强

的私人化写作色彩， 却因 “宦成梁朝， 命存乱世， 冒危履险， 百死轻生”⑧ 的人生遭际， 而与太清变

乱之前萧梁文坛以发抒个体感怀为主的休闲 “小文”⑨ 不同。 至如颜之推、 李德林、 卢思道、 薛道衡

等人， 亦屡遭战乱， 更不乏流离琐尾的怨慨。 这些都为 “南北朝体” 增添了沉痛而充实的历史底蕴，
也使之在书写 “后三国” 时代的乱世苦难、 亲友情谊、 人生浮沉、 宦海斗争的过程中， 具有了描绘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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腻、 反省痛彻、 以小见大的个体化视角。 仅就徐陵交际性撰作中的信札来说， 其中颇多事、 情、 理、
辞兼美的典范之作。 它们不仅记叙了徐陵跌宕起伏的命运历程， 也在南北政治军事剧烈博弈的时代条

件下， 折射出徐陵对外融通南北、 对内黜浮守正的文化业绩和幽微心曲。
首先， 徐陵涉及外事交往的私人信札， 展现了南北文坛高水平互动和深层次融通的特征。 徐陵在

太清二年 （５４８） 出使北齐， 由于建康沦陷而不得不在北滞留七年。 为了早日南返， 徐陵作 《与齐尚

书仆射杨遵彦书》。 其 “隶事工而论事畅”， “非仅陈吁， 亦为诘难， 折之以理， 复动之以情”， 历来被

视为徐陵文集的压卷之作①。 徐陵南还之后， 或因公务， 或因私交， 仍与一些北地文士书信往来不断。
这些书信已形成开头寒暄、 恭维对方、 回顾情谊、 勖勉联络的 “套头”， 瞿兑之就以徐陵 《与李昶书》
为例， 认为是当时 “书札的款式， 已渐有定律” 的体现②。 另外， 与徐陵有书信往来的北人作品也保

留在 《徐陵集》 中。 因其文采斐然， 孙梅甚至怀疑： “案： 李那、 尹义尚二书， 并附见 《徐孝穆集》。
辞旨抑扬， 才情辨博， 岂孝穆实润饰之欤？ 不然， 何朱蓝之不远也？”③ 孙梅的看法有一定道理。 李昶

（按， 小名那） 虽在北周负责诏册文笔， 但常说 “文章之事， 不足流于后世， 经邦致化， 庶及古人”，
因而其 “所作文笔， 了无稿草， 唯留心政事而已”④。 《徐陵集》 所载李昶书信是整饬有法的四六体式，
辞情雕琢， 与徐陵风调接近， 显然不是 “了无稿草” 所能达到的效果。 然而， 正如徐陵 《与李那书》
所说， 北周治御正殷不害使陈期间与其 “常在公筵， 敬析名作”， 继而将李昶 《陪驾终南诗》 《入重阳

阁诗》 《荆州大乘寺碑文》 《荆州宜阳碑文》 予以传示， 由于李昶诸诗已有庾信 《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

内史》 《和宇文内史入重阳阁》 等和作， 那么自是能代表北周本土作家水平的 “名作”。 因此， 徐陵称

誉李昶 “铿锵并奏， 能惊赵鞅之魂； 辉焕相华， 时瞬安丰之眼”， 当非虚语。 此外， 徐陵还称道李昶

诸作在建康造成的轰动， 说： “京师长者， 好事才人， 争造蓬门， 请观高制。 轩车满路， 如看太学之

碑； 街巷相填， 无异华阴之市。”⑤ 由此， 足见陈朝主流文坛也开始对北周文学进行 “逆向” 追捧。 总

体来说， 徐陵与杨愔、 李昶、 尹义尚、 殷不害等人交往的书信风格已高度趋同， 他们促进了南北文人

群体的深入交流， 也有助于推动南北文风一体化的进程。
其次， 以 《与顾记室书》 为代表的友人信札， 翔实记录了徐陵入陈之初最大的一次仕路危机， 也

集中反映了 “后三国” 文人乱世求存的焦虑与怨愤。 《南史·陈暄传》 载： “ （陈） 暄以落魄不为中正

所品， 久不得调。 陈天康中， 徐陵为吏部尚书， 精简人物， 缙绅之士皆向慕焉。 暄以玉帽簪插髻， 红

丝布裹头， 袍拂踝， 靴至膝， 不陈爵里， 直上陵坐。 陵不之识， 命吏持下。 暄徐步而出， 举止自若，
竟无怍容。 作书谤陵， 陵甚病之。”⑥ 由于徐陵以四万钱购置徐枢私宅， 随之徐枢又出任尚书郎， 陈暄

就将二事联系起来， 写匿名信构陷徐陵卖官鬻爵。 徐陵随即下狱， 不得不作 《与顾记室书》， 恳求友

人 “顾记室” 向其府主 “殿下” 辩白冤情。 徐陵在信中自辩说： “徐领军节度自启 （徐） 枢为郎， 敕

付选序， 吾既不启据， 又不为选职， 所可相关， 止是得中侯相闻为呈启而已。 以此见罪， 一何冤

滥。”⑦ 吏部尚书作为 “选职” 是六朝的通行说法。 既然徐陵自称 “不为选职”， 则其时不为吏部尚书

甚明。 加之信中 “近者既居台辖， 唯务奉公” 句， 也说明徐陵当时并不是吏部尚书。 “台辖” 为尚书

省纲纪之官， 亦即尚书左丞。 其虽有一定的人事荐举权， 但主要掌管省内及朝廷官员风纪考劾， 故南

·３８·

“南北朝体” 视域下的徐陵禅代撰作及其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钱锺书 《管锥编》，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 第 ４ 册， 第 １４７３ 页。
瞿兑之 《中国骈文概论》， 刘麟生等 《中国文学七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１３５—１３６ 页。
《四六丛话》 卷三一 《作家四·尹义尚》， 第 ６２９ 页。
《北史》 卷四〇 《李昶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４６７ 页。
《徐陵集校笺》 卷八 《与李那书》， 第 ２ 册， 第 ８３０ 页。
《南史》 卷六一 《陈暄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５０３ 页。
《徐陵集校笺》 卷八， 第 ２ 册， 第 ９３７ 页。



北朝又以 “枢辖” “左辖” 为之代称①。 另外， 信中自称： “行年六十， 无复侪俦， 非意余生， 忽此诬

谤。”② “行年六十”， 指即将六十。 若按照 《南史》 将陈暄 “盲书” 事件系于 “陈天康中， 徐陵为吏

部尚书” 之时， 则与徐陵的生平行实不符。 因此， 《与顾记室书·题解》 依据信中 “去年正月十五日，
尚书官大朝” 句， 推定事件发生在光大元年 （５６７） 正月， 徐陵作书时间则为光大二年 （５６８）。 不过，
此年徐陵已六十一岁， 与 “行年六十” 不合。 故 《题解》 认为： “ ‘行年六十’， 或指成数， 抵牾之

处， 已难究诘。”③ 其实， 上述 “抵牾之处” 完全由 《南史》 史臣误将尚书左丞作吏部尚书使然。
萧渊明于天成元年 （５５５） 即位， 以徐陵为尚书吏部郎， 掌诏诰。 同年， 陈霸先率兵诛杀王僧辩，

立萧方智为帝。 任约、 徐嗣徽乘虚攻打石头， 徐陵则感戴王僧辩旧恩， 投降任约。 绍泰元年 （５５５）
十二月任约被平后， 陈霸先未追究徐陵罪责， 以之为贞威将军、 尚书左丞。 永定元年 （５５７） 十月陈

霸先即位， 徐陵又在给事黄门侍郎、 秘书监的基础上加散骑常侍， 尚书左丞如故， 直至天嘉初迁太府

卿。 可见， 徐陵担任尚书左丞大致在绍泰元年年底至永定三年 （５５９） 间。 至于 “顾记室”， 盖指顾野

王， “殿下” 则为陈蒨。 永定元年十一月， 陈霸先大封宗族诸子。 在所有宗室成员中， 陈蒨最为陈霸

先赏识， 所谓 “王业艰难， 赖乎此子， 宜隆上爵， 称是元功”④。 陈蒨于该月封临川王， 继而拜侍中、
安东将军。 由于同年周文育、 侯安都遭遇沌口之败， 陈蒨又奉命镇守南皖。 这正与徐陵信中 “殿下

德高两献， 风美二南， 亿兆归心， 衣冠有托……伏见军戎多务， 所以不敢祈冒” ⑤相合。 据《陈书·
顾野王传》， 陈初顾野王出任陈蒨安东、 临川王府记室参军， 则其任职当在永定元年十一月之际。 由

此可推定， “盲书” 事件只能发生在永定元年十一月至永定三年四月之间。 由于 《与顾记室书》 载陈

暄 “去年正月十五日” 大闹尚书省， 则符合条件的就只有永定二年 （５５８） 正月十五日， 《与顾记室

书》 自当写于下一年的永定三年。 是年徐陵五十三岁， 故信中称 “行年六十”。 早在中大通年间， 徐

陵就曾因御史中丞刘孝仪风闻其赃污而奏免上虞令； 加之依附王僧辩、 参与任约叛乱， 自然不为朝廷

深信。 故在陈暄诬告后， 朝廷未经查实， 就发生 “南司检问， 了不穷推， 承训劾为信言， 致成隳

免”⑥的冤狱。 永定三年， 陈霸先日益病重， 渐将政务移交陈蒨处理。 徐陵为了申明冤屈， 只得依托

陈蒨府吏顾野王加以申诉。 在顾野王的斡旋下， 徐陵不仅免罪， 还于天嘉初任太府卿。 此后， 徐陵在

天嘉年间历任五兵尚书， 领大著作、 散骑常侍、 御史中丞， 并弹劾陈顼， 为朝野敬服。 天康元年

（５６６）， 徐陵又迁吏部尚书， 至此担任 “选职”， “众咸服焉， 时论比之毛玠”⑦。 徐陵在吏部廉洁强

项的形象可能掩盖了陈初担任尚书左丞的经历， 故 《南史》 将陈暄 “盲书” 事件误系于徐陵出任吏

部尚书时。
以上考述 《与顾记室书》 的写作时间、 徐陵被谤时的身份， 旨在说明徐陵在入陈之初深受朝廷猜

疑的政治处境。 徐陵蒙冤下狱后， 只能寄望于友人施以援手。 由信中 “弟与吾游眷， 亟回星纪， 故人

如此， 宁不矜叹邪”⑧， 知徐陵与顾野王交往久而深。 徐陵在信中疾呼 “此事冤枉， 天下所无”， 并渴

盼 “一蒙神鉴， 照其枉直， 方殁幽泉， 无恨灰壤”⑨， 其悲酸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若以之与沈炯 《请归

养表》、 卢思道 《劳生篇》、 颜之推 《观我生赋》 对读， 可勾勒出 “南北朝体” 文人在变乱中不平则

鸣、 据理奋争的群体图景。 而元稹所言 “陵迟至于梁陈， 淫艳、 刻饰、 佻巧、 小碎之词剧”�I0， 当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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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左丞称 “枢辖” 见 《北史》 卷四〇 《高道悦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４６８ 页）； 称 “左辖”， 见 《隋书》 卷六三

《元寿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４９８ 页）。
⑤⑧　 《徐陵集校笺》 卷八， 第 ２ 册， 第 ９３７ 页。
⑥　 《徐陵集校笺》 卷八， 第 ２ 册， 第 ９３６ 页。

《陈书》 卷二 《高祖纪下》， 第 １ 册， 第 ３４ 页。
《陈书》 卷二六 《徐陵传》， 第 ２ 册， 第 ３３３ 页。
《徐陵集校笺》 卷八， 第 ２ 册， 第 ９３６—９３７ 页。
元稹撰， 冀勤点校 《元稹集》 卷五六 《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下册， 第 ６００ 页。



了 “南北朝体” 文风中恸郁深沉、 情辞老到的一面。 如果从政治功能角度可以断定 “南北朝体” 具有

宏大叙事的文体属性， 那么从个体角度来说， 它又具有直面动荡苦难而深描作家心灵史的特征。

四　 徐陵禅代撰作的影响路径与 “南北朝体” 在唐代的衍传

尽管 “南北朝体” 的创作主体范围遍布南北， 却不是各路作家文风的杂烩， 它是对魏齐、 周陈文

运发展的整体性特征的概括， 理应代表这一时段最为主流且典型的文学特征。 前引 《北史·文苑传

序》 所言 “江左宫商发越， 贵于清绮； 河朔词义贞刚， 重乎气质”， 就较全面地揭示了 “南北朝体”
的主体风格。 对于徐陵而言， 他不仅以禅代撰作树立起典正清绮的楷则， 还通过多种方式， 确保这种

风格占据陈初文坛的主流， 并稳健而持续地向唐代传播。 总结起来， 它们分为三种路径：
第一， 运用东宫师傅的身份， 督促太子远离 “狎客” 文习。 自天康、 太建以来， 徐陵历任吏部尚

书、 尚书右仆射、 尚书左仆射、 国子祭酒、 太子詹事、 太子少傅， 可谓集揆宰之职与文宗学府于一身。
基于 “盲书” 事件的教训， 徐陵自不会主动奖掖、 拔擢陈暄之徒。 经过一番沉寂后， 陈暄于太建元年

（５６９） 陈叔宝被立为太子之际， 与王叔达、 孔范、 袁权、 王瑳、 陈褒、 沈瓘、 王仪等人以文才入选为

东宫学士， 并因 “以俳优自居， 文章谐谬， 语言不节”， 成为陈叔宝最 “亲昵” 的 “狎客”①。 徐陵在

大力建构陈朝全新的正统品格与皇权文化过程中， 突出太子之德国运攸关的关键属性。 其 《皇太子临

辟雍颂》 云： “皇太子耀彼重离， 光慈七鬯， 仪天以行三善， 俪极以照四方。 惟忠惟孝， 自家刑国；
乃武乃文， 化成天下。”② 正因如此， 徐陵对陈叔宝接近 “狎客” 颇有微词。 史载： “初， 后主为文示

（徐） 陵， 云他人所作。 陵嗤之曰： ‘都不成辞句。’ 后主衔之。”③ 所谓 “不成辞句”， 接近于不像话、
不成体统之义。 事实上， 陈叔宝文笔真率自然， 其 《与詹事江总书》 曾被誉为 “直抒胸臆， 全不雕

琢。 由气格清华， 故无一笔生涩”④。 然而， 陈叔宝终究偏好 “浮艳” 文风⑤， 徐陵贬斥其 “不成辞

句” 的文作大概就属于这一类。 陈叔宝还刻意追求东宫的宽松环境， 于太建八年 （５７６） 六月提出由

左民尚书江总升任太子詹事。 由于太子詹事在梁、 陈时期 “任总宫朝”⑥， 尤其掌管东宫人事权， 故徐

陵寄语江总说： “桓经既受业， 贺拜且尊儒。 ……沟水惭雄伯， 漳川仰大巫。 鲍鱼宁入俎， 钓鳖匪充

厨。 叔誉恒词屈， 防年岂滥诛。”⑦ 诗中以 “桓经” （桓荣）、 “贺拜” （贺循） 等东宫名师激励江总，
又以 “鲍鱼宁入俎， 钓鳖匪充厨” 句表明宫职择取的高标准。 这一标准体现了徐陵 “提举纲维， 综核

名实”⑧ 的铨任原则， 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东宫文士群体良莠不齐的诫谕。
第二， 以典正清绮作为荐拔、 铨选的标准， 通过大力汲引后进， 在促进 “南北朝体” 南方群体壮

大的同时， 也促进了典正清绮文风向唐代的传续。 徐陵在担任尚书省主官期间， 就注重通过铨选途径

来改良文坛人员结构。 其所选荐之士， 大都为人地兼美、 才学俱佳者。 如徐陵欣赏姚察 “流赡” “绮
密” 的文史制述之才， 自称 “吾弗逮也”， 并叮嘱其子徐俭： “姚学士德学无前， 汝可师之也。”⑨ 阴

铿博涉史传， 以五言诗见称。 徐陵推荐其参与宫宴雅集， 陈文帝 “使赋新成安乐宫， 铿授笔便就，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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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 卷六一 《陈暄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５０３ 页。
《徐陵集校笺》 卷二， 第 １ 册， 第 ２０９—２１０ 页。
《南史》 卷六二 《徐陵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５２５ 页。
许梿评选， 黎经诰笺注 《六朝文絜笺注》 卷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１１８ 页。
《陈书》 卷二七 《江总传》， 第 ２ 册， 第 ３４７ 页。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卷三〇 《职官一二》，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年版， 第 １ 册， 第 ８２３ 页。
《徐陵集校笺》 卷二 《同江詹事登宫城南楼》， 第 １ 册， 第 １５３ 页。
《陈书》 卷二六 《徐陵传》， 第 ２ 册， 第 ３３２ 页。
《陈书》 卷二七 《姚察传》， 第 ２ 册， 第 ３５３、 ３４８、 ３５４ 页。



祖甚叹赏之”①。 《新成安乐宫》 属乐府瑟调曲辞， 萧纲曾有所作， “备言雕饰刻斫之美”， 颇见宫体风

调； 而阴铿拟作中 “新宫实壮哉， 云里望楼台。 迢递翔鹍仰， 联翩贺燕来” 诸句②， 则有辞气警健、
物象生动之貌。 虞世基早年与其弟虞世南师从顾野王， 因博学有高才， 徐陵不仅誉之为 “当今潘、
陆”③， 还将弟女许配虞世基。 虞世基深受徐陵禅代诸制典正文风的影响， 所撰 《讲武赋》 弘扬 “我大

陈之创业， 乃拨乱而为武。 ……于是礼畅乐和， 刑清政肃” 的军礼意义， 鼓吹陈蒨 “实皇王之神武，
信荡荡而难名”④ 的帝德。 这些关于春蒐骑射政治功能的阐释， 正是徐陵塑造陈朝政权合法性及皇室

文化权威性的有力补充。 虞世南 “文章婉缛， 慕仆射徐陵， （徐） 陵白以类己， 由是有名”， 入唐后作

《圣德论》 《康国献狮子赋》， 多有规讽补益。 虞世南曾谏止李世民仿作宫体诗说： “圣作诚工， 然体非

雅正。 上之所好， 下必有甚者， 臣恐此诗一传， 天下风靡。”⑤ 所谓 “雅正”， 正与徐陵晚年的文学宗

尚相符。 褚亮十八岁， “诣陈仆射徐陵， 陵与商榷文章， 深异之”⑥， 可知其得到了徐陵认可。 贞观中，
褚亮自赞 “道高业峻， 神气清远。 学总书林， 文兼翰苑”⑦， 亦是徐陵 “学” “文” 结合观的体现⑧。
可见， 徐陵通过荐举有相同审美旨趣的后进文士， 推动了陈隋、 唐初文坛典正清绮一脉的传承。

第三， 以旧为新， 促进北齐至唐代骈文的发展。 徐陵为文素以 “颇变旧体， 缉裁巧密， 多有新

意”⑨ 著称， 其新变特征之一即变造典实、 以旧为新。 如李百药幼时参与其父李德林与陆乂、 马元熙

等人组织的雅集， “有读徐陵文者， 云 ‘既取成周之禾， 将刈琅邪之稻’， 并不知其事。 百药时侍立，
进曰： ‘ 《传》 称 “鄅人藉稻”。 杜预 《注》 云 “鄅国在琅邪开阳。”’ 乂等大惊异之”�I0。 宋人马永卿

分析说： “今按， 昭公十八年传， ‘鄅人藉稻’， 注云： ‘鄅， 妘姓国也。 其君自藉稻， 盖履行之。’ 昭

公十八年经， 书 ‘邾人入鄅’， 注云： ‘鄅国， 今琅邪开阳县也。’ 盖藉当呼为典籍之籍， 谓履行之，
而记其数也。 周之六月， 夏之四月， 稻方生也， 而徐陵以为刈， 非也。”�I1 撇开 “藉稻” 词义的训解歧

说， 徐陵以 “刈” 字替换 “藉” 字而成句， 无疑是其 “缉裁巧密， 多有新意” 的典型例证。 李百药在

幼年即能指明徐陵文中的典源， 足见李昶 《答徐陵书》 所言徐陵撰作 “久以京师纸贵， 天下家藏。 调

移齐右之音， 韵改西河之俗”�I2， 堪称实录。 李百药入唐后， 相继作 《封建论》 《赞道赋》 《帝京篇》，
被李世民誉为 “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 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I3。 所谓 “意之新”， 或许离不开徐陵

“多有新意” 的启蒙之功。 徐陵的碑颂之作对唐前期文坛也多有影响。 史载， 武周时期在富嘉谟、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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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 卷三四 《文学传》， 第 ２ 册， 第 ４７２ 页。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一三》 作 “新城安乐宫” （参见郭茂倩 《乐府诗集》 卷三八，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 第 １

册， 第 ５６５ 页）。
《北史》 卷八三 《文苑传》， 第 ９ 册， 第 ２７９７ 页。
《隋书》 卷六七 《虞世基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５７０、 １５７２ 页。 赋文有 “鹑火之岁， 皇上御宇之四年” （《隋书》

卷六七 《虞世基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５７０ 页） 句， 据 《隋书·王劭传》 “昔周保定二年， 岁在壬午……齐氏以为己瑞， 改

元曰河清。 ……午为鹑火， 以明火德” （《隋书》 卷六九 《王劭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６０２ 页）， 知 “鹑火之岁” 为北周保

定二年、 北齐河清元年， 亦即陈蒨天嘉三年 （５６２）。 陈蒨于永定三年六月即位， 故至此正为四年。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卷一〇二 《虞世南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 第 １３ 册， 第 ３９６９、 ３９７２ 页。
《旧唐书》 卷七二 《褚亮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５７８ 页。
褚亮 《十八学士赞》， 《全唐文》 卷一四七， 第 ２ 册， 第 １４８６ 页。
如徐陵 《晋陵太守王劢德政碑》 不仅赞誉琅琊王氏 “网罗图籍， 脂粉艺文， 学侣挹其精微， 词宗称其妙绝”

的族风， 还褒奖王劢 “学则经笥， 文为世珍” （参见 《徐陵集校笺》 卷九， 第 ３ 册， 第 １１６１ 页）。
《陈书》 卷二六 《徐陵传》， 第 ２ 册， 第 ３３５ 页。
《旧唐书》 卷七二 《李百药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５７１ 页。
马永卿撰， 崔文印校释 《懒真子录校释》 卷五，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２１６ 页。
《文苑英华》 卷六七九， 第 ５ 册， 第 ３５０１ 页。
《旧唐书》 卷七二 《李百药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５７７ 页。



少微 “以经典为本” 的 “富吴体” 出现之前， “文士撰碑颂， 皆以徐、 庾为宗”①， 即为显证。
从 “南北朝体” 的视角出发， 徐陵禅代撰作是推动该体在唐代传播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唐人眼

中， 徐陵的禅代撰作往往与庾信的骈文名作紧密联结， 成为当时科举应试之前锤炼骈律、 摹习辞章的

范本。 如牛希济 《文章论》 批判 “唯声病忌讳为切， 比事之中， 过于谐谑” 的科场习气， 主张 “今朝

廷思尧舜治化之文， 莫若退屈宋、 徐庾之学， 以通经之儒， 居燮理之任”②。 所谓 “徐庾之学”， 正说

明徐陵、 庾信骈文的撰作技巧、 风格样式已成为唐代科场中的专门之学。 不仅如此， 唐人还习惯将徐

陵禅代撰作与北朝后期名家名篇并提， 体现了将东魏、 北齐、 北周、 陈朝文坛作等量齐观的一体化思

维。 《文镜秘府论》 分析 “鹤膝” 说： “吴人徐陵， 东南之秀， 所作文笔， 未曾犯声。 ……其诸手笔，
第一句末不得犯第三句末， 其第三句末复不得犯第五句末， 皆须鳞次避之。 温、 邢、 魏诸公， 及江东

才子， 每作手笔， 多不避此声。 ……诸公等， 并鸿才丽藻， 南北辞宗， 动静应于风云， 咳唾合于宫

羽。 ……后进之徒， 宜为楷式。”③ 文中不仅详细分析徐陵的 “文笔” 法度， 还遍举温子昇 《广阳王碑

序》、 邢邵 《老人星表》、 魏收 《赤雀颂序》 的精言秀句， 以为唐人撰作提供楷则。 此外， 《文笔式》
列举温子昇 《寒陵山碑序》、 邢邵 《高季式碑序》、 魏收 《文宣谥议》、 任孝恭书、 徐陵 《劝进表》
《定襄侯表》 等篇的名句， 并以 “看徐 （陵）、 魏 （收） 二作， 足以知之” “徐以靡丽标名， 魏以宏壮

流称， 观于斯文， 亦其效也”④ 等加以总结。 《文镜秘府论》 以徐陵与 “温、 邢、 魏” 作为 “南北辞

宗” 的典范， 无形中触及了 “南北朝体” 文人构成的论题。 上述以整体性眼光揭示 “温、 邢、 魏诸公”
与 “东南之秀” “江东才子” 对唐代骈文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也是 “南北朝体” 在唐代衍传的客观写照。

综上所述， 文学笔墨当随时代而变， 文论领域自应适时提炼、 中肯抉发， 而不致将文坛演进的重

大节点置于 “盲区” 之中。 严羽 “南北朝体” 说可谓别具只眼， 一经提出， 就在宋至明清文论批评中

产生一定影响。 如南宋赵蕃 《章泉诗法》、 明费经虞 《雅伦·体调》、 清王文清 《考古略·骚赋七诗体

考略》 等均加以沿用， 明吉水周 《诗学梯航》 甚至在 “南北朝体” 后增列 “六朝体”， 并解释说：
“通南北朝、 隋言之。”⑤ 毋庸讳言， “南北朝体” 的确切意涵、 适用范围、 文体 “合法性” 等问题，
迄今仍有争议。 这里尝试还原严羽所遵循的以朝代命体的时序逻辑， 认为他在唐人正史、 集序所论的

基础上提出 “南北朝体”， 意在将 “后三国” 的特定时段单独命体， 从而体现对南北朝文坛重要阶段

均有文体命名的贯通性思维。 “南北朝体” 具有植根于 “后三国” 时局动荡、 南北交争的时代属性和

文化内涵， 在众多的 “后三国” 文人群体中， 徐陵及其禅代撰作无疑是透视 “南北朝体” 内涵、 特质

的重要样本。 徐陵的政务性、 交际性撰作能够揭示 “南北朝体” 较之魏晋以来开国文书的叙事变相，
也彰显了该体潜藏于南北外事文书、 友人信札之中的人事挣扎与乱世情怀。 换言之， 从 “南北朝体”
的视域出发， 也利于以相对宏通的眼光考察徐陵禅代撰作的文体特征和时代价值， 进而跳出徐陵禅代

撰作的个案限制， 南北合观， 为探讨南北朝后期文坛的南北融通与一体化趋势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路。

［作者简介］ 孙宝，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 发表过论文 《北周射礼及其文学建

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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